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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味传递情绪: 情绪体味影响情绪交流的 

作用机制及其生物学意义* 

周兴攀  刘沛菡  吴  奇  雷  怡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情绪体味(emotional body odors)是由情绪唤起时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外分泌腺分泌的物质, 经皮肤微

生物分解后产生的挥发性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以化学信号的形式编码并传递情绪信息。当个体嗅到情绪体味

时, 通常可诱发相似的情绪状态, 实现嗅觉情绪交流, 但其作用机制与生物学意义却不清晰。研究发现消极情

绪体味改变接收者的生理唤醒、认知偏向和行为反应, 介导不同的防御性功能; 积极情绪体味促进情绪感染和

社交联结, 增强生理适应性和认知功能。两者共同构成生物进化中“防御−联结”的双向调控体系, 提高社会生

存适应性。为明确情绪体味调控功能在群体进化中的意义, 本文提出“交际化学演化假说”, 通过解构情绪体味

从化学线索(代谢副产物化)、化学信号(社会适应工具)到信息素(进化稳定策略)的功能层级跃迁, 为人类情绪

体味的生物学意义提供了时间维度与选择机制的解释框架。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社会交互实验范式、双生子研

究和虚拟现实技术, 结合高级化学分析技术进一步揭示情绪体味的社交功能和生物学意义, 为情绪障碍患者

的情绪识别和表达缺陷提供嗅觉干预新靶点。 

关键词  情绪体味, 情绪交流, 嗅觉, 信息素, 化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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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交流是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基础。通

过准确传递自己的情绪和理解他人的情绪, 个体

间能建立信任、合作和情感纽带, 这对于群体的

合作、情感支持以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Van 

Kleef & Côté, 2022)。视听觉情绪信号系统能有效

传递即时情绪信息(Leung et al., 2022), 但其固有

的感知局限性值得关注。视觉通道中, 面部表情

的肌肉运动仅维持约 0.5~4 秒(Ekman & Friesen, 

2003); 听觉通道的语音情绪信号则随声波衰减而

消失(Moore, 2012)。相较之下, 情绪体味(emotional 

body odors)作为情绪唤起时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外

分泌腺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 通过嗅觉系统传递

                     

收稿日期: 2025-05-1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2271142)、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63)资助。 

通信作者: 雷怡, E-mail: leiyi821@vip.sina.com 

情绪信息时展现出独特的跨时空持续性特征, 当

情绪体味释放后, 其化学稳定性可使情绪信息在

长距离传输与长时间间隔后依然持续作用(Gomes 

et al., 2020)。因此, 在错失视听觉通道信息时, 嗅

觉通道可以为个体的情绪识别提供重要的补偿路

径。他人接收到这种嗅觉信号后通常能感染相似

的情绪状态, 诱发阈下情绪启动效应, 显著加快

接收者对情绪面孔的识别速度(Gomes & Semin, 

2021; Kamiloğlu et al., 2018)。然而, 以往情绪交

流中缺乏嗅觉通道在情绪交流中作用机制的整

理。因此, 我们在本文中整合神经影像、电生理、

行为实验与化学分析等多学科证据, 系统阐释情

绪体味对情绪交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总结不同

情绪体味如何传递情绪进而影响接收者的生理、

心理和行为。 

“Do pheromones influence human behavior?”

是 Science 提出的 125个未解科学问题之一(Science, 

2005), 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人类化学通讯研究领域

的挑战。信息素是由发送者体外分泌、被同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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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者以特化感受途径检测, 并引发先天的、特定

的生理或行为反应的化学物质(Karlson & Lüscher, 

1959)。根据信息素作用效果的时间尺度分为直效

信息素(Releaser Pheromones)和调节信息素(Primer 

Pheromones)两种类型, 前者能引起接收者即时、

短暂的行为反应, 如吸引、逃避或聚集; 后者缓慢

且持久地影响接收者的生理或发育状态(Regnier 

& Law, 1968)。在人类群体中, 情绪体味作为情绪

状态驱动下释放的化学载体, 已被证实可传递情

绪信息并立即调控他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反应

(Calvi et al., 2020; de Groot et al., 2012, 2014, 2018, 

2021; de Groot, Smeets, Kaldewaij et al., 2015; de 

Groot, Smeets, & Semin, 2015; Dimitroff et al., 

2017; Ferdowsi et al., 2020; Gomes et al., 2023; 

Wunder et al., 2023)。并且, 作为代谢的副产物, 

情绪体味的释放是无意识的, 而接受者也不能辨

别情绪体味和中性体味 , 其接收也是无意识的

(Endevelt-Shapira et al., 2018)。这样看来, 情绪体

味似乎符合信息素中释放信息素的定义。然而 , 

情绪体味的生物学定位仍存争议: 首先, 情绪体

味的关键活性成分及其特异性受体尚未完全解析

(Wyatt, 2020); 其次, 情绪体味的释放对产生者和

种群的进化适应价值缺乏实证支撑。基于此, 本

文聚焦两大核心议题: 1)情绪体味对个体生理活

动、情绪认知和行为表现的调控模式; 2)情绪体味

从个体跨越到群体的生物学意义。通过整合多学

科证据, 本文旨在解析情绪体味在情绪交流中的

作用机制, 并构建其从化学线索到信息素的动态

演化理论框架, 从而为社会互动优化、情绪识别

增强等应用场景提供跨层级理论支持。 

2  情绪体味影响情绪交流的作用机制 

情绪体味来源于情绪状态下分泌的外分泌液, 

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分解之后产生的挥发性化合

物(Di Cicco et al., 2023), 其生成涉及中枢−自主

神经协同调控机制。当个体经历离散情绪唤起时, 

不仅会引发面部表情等行为反应, 还产生生理响

应: 恐惧、愤怒、焦虑和快乐情绪瞬时激活交感神

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Behnke et al., 

2022), 随后 SNS 通过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轴

(Sympathetic-Adrenal-Medullary Axis, SAM)系统

促使肾上腺髓质释放肾上腺素(Sakamoto et al., 

2025), 肾上腺素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 β2 和 β3 肾

上腺素能受体激活顶泌汗腺分泌汗液(Chen et al., 

2020); 当人感到悲伤时, 杏仁核处理这些情绪信号

并通过中央自主网络传递至下丘脑和中脑导水管

周围灰质, 然后激活脑干的泪腺核, 触发副交感

神经通路刺激泪腺分泌泪液(Bylsma et al., 2019)。

这些体液经过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分解之后产生情

绪体味, 情绪信息被编码进情绪体味, 其化学成

分因情绪状态不同而有所差异 (Smeets et al., 

2020)。那么, 不同类型的情绪体味是怎么影响情

绪交流的呢？ 

2.1  消极情绪体味 

2.1.1  恐惧体味(fear body odor, FBO) 
FBO 在情绪体味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可

能源于进化塑造的警觉性认知偏向。因为从行为

生态学视角 , 威胁信号错报代价具有非对称性 , 

即相较于误判中性信号为威胁, 忽视真实恐惧线

索将导致更高的生存风险(Zhou & Chen, 2009)。

研究表明, FBO 在威胁感知中的确存在增效作用, 

其诱发的反应强度显著高于中性体味(neutral body 

odor, NBO)和快乐体味(happy body odor, HBO; 

Silva et al., 2020), 这种效应通过三级联动的适应

性机制实现：生物力学层面, FBO 触发面部动作

编码系统特征性改变, 引发眼轮匝肌与皱眉肌收

缩强度增加(de Groot et al., 2014, 2018), 通过促

进吸气效率与扩大视野范围显著增强环境监测能

力(Susskind et al., 2008)。自主神经层面, FBO 诱

导交感神经主导的自主神经调控, 表现为心率变异

性降低与迷走神经张力抑制(Ferreira et al., 2018), 

为战斗或逃跑反应提供生理准备。认知加工层面, 

FBO 不仅加速恐惧面孔的认知处理速度 , 对厌

恶、中性及快乐面孔无显著影响(Kamiloğlu et al., 

2018), 还将模糊的表情知觉为恐惧表情(Zhou & 

Chen, 2009), 揭示其对威胁线索的特异性调控。

此外 , 由于女性对威胁和嗅觉信号更敏感(Maier 

et al., 2019), 女性被试吸入 FBO 后, 其生理激活

和认知加速比男性更显著(de Groot et al., 2014; 

Sorokowski et al., 2019)。对于 FBO 偏向的认知机

制, Gomes 和 Semin 最初通过觅食警戒任务发现

FBO 不能提高接收者对任务外威胁刺激的监测率, 

只加快检测到威胁刺激后的反应速度。因此他们

认为 FBO带来的偏向性并非通过提高接收者的警

惕性改变威胁监测策略, 而是提高接收者在检测

威胁相关事件时的反应速度 (Gomes & S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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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但最近他们改编看不见的大猩猩范式, 发

现 FBO 与 NBO 相比, 使个体的意外刺激检测率

提升约 10% (Semin et al., 2024), 这表明 FBO不仅

加快了个体对威胁刺激的反应速度, 还通过增加

个体投放到意外刺激上的注意力改变了威胁监测

策略。 

神经机制研究解释了这种认知偏向：FBO 通

过激活杏仁核−梭状回−腹内侧前额叶通路, 实现

信号整合(Maier et al., 2019)。其中, 杏仁核的作用

是对威胁刺激评估与自动情绪反应 (Fox et al., 

2015), 梭状回增强面部威胁特征提取(Hadjikhani 

& de Gelder, 2003), 而腹内侧前额皮层则调节个

体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分配和杏仁核的激活(Holton 

et al., 2024; Motzkin et al., 2015)。整体表明 FBO

通过激活情绪加工网络, 形成威胁优先加工状态, 

从而加速了对威胁信息(如恐惧面孔)的处理和识

别。这一系列变化具有进化适应性(指一种通过自

然选择优化, 以提高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中生存和

繁殖的特质或行为; Futuyma & Kirkpatrick, 2023), 

解释了为何 FBO能低于意识阈值直接驱动防御反

应, 其作用模式本质上是自动化化学警报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 慢性恐惧状态引发的持续性高警

觉状态是 PTSD 患者的症状之一(Ressler et al., 

2022), 长期暴露在 FBO 中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2.1.2  焦虑体味(Anxiety Body Odor, AnxBO)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 焦虑情绪具有显著的

社会传染特性(Dimitroff et al., 2017), 这种情绪传

染在嗅觉通道同样存在。个体在焦虑状态下释放

出 AnxBO (de Groot, Smeets, & Semin, 2015), 嗅

到 AnxBO 的接收者产生连锁反应：生理层面, 吸

入 AnxBO (相较于 NBO)导致迷走神经张力降低、

惊吓反射增强(Pause et al., 2009; Prehn et al., 2006; 

Rocha et al., 2018), 并伴随主观焦虑水平显著升

高(Albrecht et al., 2011)。认知层面, AnxBO 会影

响个体的决策倾向和社会信息加工。一方面, 暴

露于 AnxBO 使接收者在风险决策任务中表现出

更大的风险偏好。比如, 在一种模拟风险赌博的

决策游戏中, 闻到 AnxBO 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高

风险选择, 并且做出这些选择的反应时间也显著

延长(Haegler et al., 2010)。另一方面, AnxBO 改变

了对含糊情绪线索的归类方式, 使模棱两可的表

情更易被解读为威胁, 将含糊的愤怒或恐惧表情

归为恐惧(Mujica-Parodi et al., 2009; Wudarczyk 

et al., 2016)。值得注意的是, AnxBO 的社会传染特

性还会显著改变社交互动行为, 女性暴露者在信

任博弈中减少给予合伙人的资金分配和风险投资

意愿(Meister & Pause, 2021)。更关键的是, AnxBO

的作用效果已突破实验室环境。相对于 NBO, 在

AnxBO 的影响下, 牙科医生的临床操作表现明显

更差(Singh et al., 2018)。 

神经机制研究显示, AnxBO 通过改变神经活

动影响多种认知表现: 1)注意加工: 吸入 AnxBO 的

个体相较于吸入空气或 NBO 的对照组, 观看所有

面孔时都诱发更大的 N1、P1、N170 及 LPP, 其中

高社交焦虑个体的增幅效应尤为显著 (Adolph 

et al., 2013; Rubin et al., 2012), AnxBO 可能通过

上调感觉皮层兴奋性, 增强个体对环境的整体警

觉水平。2)社会情绪处理: AnxBO 比 NBO 更明显

地激活涉及社会情绪解码的梭状回、共情相关的

脑岛、楔前叶和扣带皮层, 以及注意调控的丘脑、

背内侧前额叶和情绪调节的小脑 (Mujica-Parodi 

et al., 2009; Prehn-Kristensen et al., 2009; Wudarczyk 

et al., 2015, 2016), 这些区域与镜像神经元系统介

导的情绪理解机制存在功能关联 (Jabbi et al., 

2007), 表明个体将他人感受转化为内部感受来促

进共情发生。3)社会排斥响应: 在社会排斥情境

中, 相对于 NBO, AnxBO 暴露导致社会认知相关

脑区(颞中回、颞上回)和显著性加工相关脑区(额

下回)活动抑制(Wudarczyk et al., 2015), 结合海马

在事件编码阶段的活动减弱, 提示 AnxBO 可能通

过削弱负性事件的情景记忆, 使个体脱离社会排

斥情境以减少社会排斥带来的心理痛苦(Wudarczyk 

et al., 2015)。 

综上所述, AnxBO 通过加速刺激加工与改变

风险决策的双重机制, 重塑接收者的行为模式。

一方面, AnxBO 通过激活 SAM 提升警觉水平, 显

著提升社会信息加工效率(包括情绪性和中性面

孔); 另一方面, 其对社会疼痛相关脑区的抑制作

用, 可能导致对风险行为社会后果的预期评估失

真而表现出风险偏好。个体既因“化学警报”产生

防御性警觉, 又因后果评估缺陷而降低风险规避, 

这表示 AnxBO 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值

得注意的是, AnxBO 的进化适应性功能(警觉水平

提高)与潜在病理风险(状态焦虑诱发)并存, 这为

解析焦虑情绪的群体扩散机制及临床行为矫正提

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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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愤怒体味(Angry Body Odor, AngBO) 
AngBO 作为社会威胁信号的重要载体, 通过

整合神经内分泌与自主神经反应, 驱动接收者的

适应性防御行为(Roseman, 2018; Williams, 2017)。

生理层面, 暴露于 AngBO 的个体比对照组(NBO)

皮肤电反应更强, 且特质焦虑水平越高的人越明

显(Adolph et al., 2010)。认知层面, AngBO 引起威

胁认知偏向, 在情绪 Stroop 任务(快乐, 中性, 愤

怒和焦虑)中, 由于被词语包含的负性情绪信息吸

引, 导致个体对愤怒与焦虑情绪词的颜色命名效

率显著低于 NBO (Mutic et al., 2016)。这些结果提

示, AngBO 可能通过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与 SAM, 进而触发应激激素释放及自主神经防御, 

促使认知资源向威胁性社会信息倾斜。 

神经机制研究解释了 AngBO 带来的认知偏

向, AngBO 通过激活边缘系统威胁预测网络调控

威胁评估与注意力分配从而诱发认知资源偏向。

Mutic 等人 (2017)的磁共振研究发现 , 相较于

NBO, AngBO 激活丘脑(情绪信号初级中继枢纽; 

Barson et al., 2020)、下丘脑(应激激素释放调控中

枢; Feldt-Rasmussen et al., 2021)、脑岛(愤怒情绪

具身化表征区; Mazzola et al., 2020)及杏仁核−扣

带回网络(威胁预警与冲突监测核心组件; Alexandra 

Kredlow et al., 2022)。这一多节点协同模式构建了

威胁加工优先通道, 促使接收者将认知资源向潜

在风险信号倾斜。事件相关电位研究为此提供了

时间动态证据：AngBO 暴露导致负性刺激诱发的

P2 振幅显著增大, 反映早期注意捕获的增强; 后

期 P3 潜伏期延长, 提示高阶认知系统需要更多时

间整合威胁线索以优化决策(Pause et al., 2020)。

此外, 这种认知偏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

接收者对男性 AngBO 的 P3 波幅显著高于同性

AngBO, 而男性则未表现出此类差异(Pause et al., 

2020)。这可能源于进化压力塑造的威胁识别性别

差异, 作为体力弱势方, 女性对高攻击性个体的

化学信号具有更敏感的检测机制, 以此规避生存

风险并维持群体稳定。然而, 目前研究都脱离现

实社交情境, AngBO 在群体动态中既可能作为“社

会黏合剂”, 通过共享威胁感知增强内群体凝聚

力 , 也可能作为“冲突放大器”加剧外群体敌意 , 

但目前不得而知。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单一威胁

响应”范式向“社会情境嵌入式”范式转型, 为阐明

情绪体味功能的普遍性与情境特异性提供整合性

框架。 

2.1.4  悲伤体味(Sadness Body Odor, SBO) 
SBO 作为亲社会化学信号, 其神经调控机制

与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深层的进化关联。研究表

明, 人类 SBO 通过多级通路抑制攻击性。从行为

层面看, 与盐水相比, 男性接触女性 SBO 后, 性

唤起和睾酮水平降低, 导致男性认为女性人脸的

性吸引力下降(Gelstein et al., 2011), 同时攻击性

行为减少 43.7% (Agron et al., 2023)。这一现象可

能源于 SBO 对性唤醒相关脑区的抑制作用——脑

成像结果显示, 丘脑与梭状回的活动在 SBO 暴露

后受到显著抑制(Gelstein et al., 2011), 视觉刺激

的神经加工通路被部分阻断。此外, 攻击性调控

网络的关键节点(包括左侧前脑岛、前额叶及右侧

杏仁核)活动减弱(Agron et al., 2023), 而左前脑岛

皮层与右颞极延伸到右杏仁核和梨状皮质的功能

性连接增强, 进一步强化嗅觉系统对攻击性神经

基质的调控, 形成从激素分泌到神经环路的多层

次抑制效应。从进化视角分析, 这一机制与哺乳

动物的“化学示弱−攻击抑制”策略具有同源性 , 

因为动物研究也发现雌鼠眼泪可以抑制雄鼠攻击

性并调节交配行为(Ferrero et al., 2013)。 

人类在悲伤场景中通过“拥抱−嗅闻”行为实

现 SBO的近距离传递, 那么 SBO信号可能作为进

化选择的亲社会工具(Gračanin et al., 2017, 2018)。

然而, 目前尚未发现 SBO 具有明确的情绪传递作

用, 它提示情绪体味的生物效应可能独立于情绪

解码过程 , 通过直接调节生理状态影响行为输

出。此外, 对 SBO 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研究对顶泌

汗腺分泌物的过度关注, 强调了探索其他腺体来

源化学信号的可能性。 

2.1.5  消极情绪体味作用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 性别在部分消极情绪体味的感知

与反应中表现出显著差异, 涉及行为、神经生理

和认知加工等多个层面(表 1)。女性接收者在 FBO

感知中展现跨性别敏感性, 无论体味来源性别如

何, 均表现出更强烈的恐惧面部表情(皱眉肌和额

肌激活增强)。反之, 男性接收者对女性体味(无论

情绪)表现出更强的面部肌肉反应(de Groot et al., 

2014)。在处理 AnxBO 时, 社交焦虑个体中, 男性

早期处理 AnxBO更快(N1潜伏期缩短), 女性则早

期反应更强(N1 波幅增大)。非社交焦虑女性投入

更多认知资源, 表现为内侧前额叶 P3 波幅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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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社交焦虑男性对焦虑与中性体味反应无差异

(Pause et al., 2010)。此外, 男性在产生 AnxBO 时

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女性(Wunder et al., 2023)。在

AngBO 方面, 女性接收者对男性 AngBO 的识别

率高于男性中性体味, 并伴随显著的 P3 波幅增强

和背内侧前额叶激活; 男性接收者无此识别差异, 

且对男性体味的总体识别率高于女性体味(Pause 

et al., 2020)。性取向进一步调节男性反应：男同

性恋者对男性 AngBO 的 P3-1 波幅强于异性恋男

性, 伴随双侧额下回激活, 且对所有体味的早期

(P2)和晚期 (P3-2)反应均更强 , 女性无类似差异

(Lübke et al., 2024)。这些性别差异可能反映了进

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分工。女性对消极情绪体

味的敏感性或源于对潜在威胁的警觉需求, 而男

性对女性体味的普遍反应增强, 则可能与择偶相

关。而性取向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提示, 情绪体味

的加工机制还受社会认知的影响。 

综上所述, 消极情绪体味通过化学信号编码

系统, 从多维度构建威胁防御与社会适应功能模

式。根据其作用对象与功能差异, 主要体现为两

类防御机制：1)针对接收者的警报式防御。愤怒、

焦虑和恐惧体味激活接收者的 SAM系统反应, 为

战斗/逃跑反应提供能量储备; 在认知行为层面 , 

诱发威胁注意偏向与风险规避决策, 形成预判性

生存策略。这类体味功能类似于警报信息素

(Verheggen et al., 2010), 当个体感知到环境危险

(如捕食者)时释放, 可在同种群体中迅速传播并

引发接收者的防御性行为(如逃跑、攻击或聚集)。

2)针对释放者的安抚式防御。悲伤体味则体现了

对释放者的保护功能, 其核心作用是降低接收者

的攻击性与性唤起, 从而避免释放者自身遭受潜

在的暴力或性侵犯风险。这类体味功能类似于安

抚信息素(Riddell et al., 2021), 通过调节接收者的

情绪状态(如降低焦虑、恐惧)和行为倾向(如降低

攻击性、性动机)来保障释放者的安全。两类消极

情绪体味都依托边缘系统−自主神经整合环路(杏

仁核 /脑岛 /下丘脑−前额叶调控轴), 实现对接收

者认知和行为的调控。但不同亚型情绪体味在此

共性框架下又展现出功能特异性分化：FBO 强化

生存优先响应 ; AnxBO 导致风险控制失衡 ; 

AngBO 驱动攻击性防御动员; SBO 介导亲社会攻

击抑制。 

总体而言, 这些消极情绪体味通过差异化(警

报式或安抚式)的信号识别−响应启动−社会关系 

 
表 1  情绪体味作用的性别差异 

情绪

体味 
诱导方式 产生者 接收者 性别差异 研究 

恐惧

体味 

恐怖视频 13 女/13 男 26 女/26 男 女性接收者: 皱眉肌和额肌激活↑, 与产生者性别无关 

男性接收者: 对女性发送者的汗液面部肌肉反应↑, 无论

情绪 

de Groot 
et al., 2014

焦虑

体味 

口语考试 13 女/13 男 非社交焦虑组: 

12 女/16 男 

社交焦虑组: 

8 女/8 男 

女性(非社交焦虑): 内侧前额叶 P3 波幅↑ 

男性(非社交焦虑): 焦虑体味与中性体味认知反应无差异 

女性(社交焦虑): N1 波幅↑ 

男性(社交焦虑): N1 潜伏期↓ 

Pause et al., 
2010 

特里尔社会

压力测试 

19 女/20 男 健康组:  

20 女/20 男 

抑郁组:  

24 女/13 男 

产生者皮质醇: 男性>女性 Wunder 
et al., 2023

愤怒

体味 

点减法攻击

范式 

17 女/17 男 

25 女/23 男 

体味识别率: 男性体味>女性体味(无论情绪) 

异性愤怒体味识别率: 女性>男性 

女性接收者 p3波幅和背内侧前额叶激活: 男性愤怒体味>

男性中性体味和女性愤怒体味 

Pause et al., 
2020 

点减法攻击

范式 

17 女/17 男 

均为异性恋 

同性恋:  

19 女/17 男 

异性恋:  

25 女/23 男 

女性 P3-1 波幅: 愤怒体味>中性体味 

男性愤怒体味诱发的的 P3-1 波幅: 同性恋男性显>异性恋

男性, 特异性激活双侧额下回, 女性无此差异 

体味诱导的 P2 和 P3-2 波幅: 同性恋男性>异性恋男性 

Lübke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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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功能架构, 不仅提升个体在危机环境中的适

应性 , 更在群体层面促进情绪传染与行为协调 , 

以维持社会稳定性。其进化意义在于将生物防御

机制转化为社会适应工具。但是, 需要警惕警报式

防御相关体味的慢性激活导致的病理转化风险。 

2.2  积极情绪体味 

HBO 通过影响生理和神经活动提升情绪体验

与认知表现。暴露于 HBO 不仅显著增强情绪感染

效率, 使接收者对中性符号的愉悦度评分提升(相

较于 FBO), 同时通过颧大肌与眼轮匝肌特异性激

活诱发杜彻尼微笑(Chen & Haviland-Jones, 2000; 

de Groot, Smeets, Rowson et al., 2015), HBO 引发

比 NBO 更大的 LPP 振幅, 进一步证实对积极情绪

信息的持续性注意调控(Callara et al., 2022)。此外, 

HBO 暴露降低的心率和提升的心率变异性与自

主神经系统适应能力增加密切相关(Dal Bò et al., 

2024; Heiss et al., 2021; Richard Ortegón et al., 

2022), 这种生理调节作用可能解释其对认知表现

的促进作用：在创造性任务中显著提升任务流畅

性、灵活性及问题解决速度(Richard Ortegón et al., 

2022), 并在消费决策中优化支出合理性(Alcañiz 

et al., 2023), 这与消极情绪体味诱发的风险偏好

型消费倾向形成鲜明对比(Haegler et al., 2010), 

情绪体味对决策模式有双向调节作用。值得注意

的是, 将 HBO 与香水混合后, 使嗅闻时长和吸气

量增加 , 进一步提升了愉悦感和幸福感(Ortegón 

et al., 2023), 说明 HBO 在意识下层面起作用, 并

且在气味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仍具有稳定性。上述

发现系统阐释了 HBO 作为生物适应机制的多模

态属性, 其作用涵盖情绪感染、认知增强与社会

关系维护等关键维度。 

综上所述, 积极情绪体味通过多层级生物机

制实现情绪效价传递。其核心功能体现为：行为

层面, 诱发镜像情绪反应, 显著提升情绪感染效

率; 生理层面, 心率变异性增强反映自主神经系

统适应性提升, 与认知灵活性、问题解决速度成

正相关。这种多模态调控体系不仅强化社会联结

的进化适应性, 还实现从情绪状态改善到认知决

策优化的跨维度效益延伸。类似动物聚集信息素：

促进社会联结、合作, 信号安全环境, 增强群体凝

聚力(Guo et al., 2023)。未来研究可以探索积极情

绪体味功能的神经机制, 例如前额叶−边缘系统、

镜像神经元网络和默认模式网络之间的动态交互, 

从而为积极情绪体味的应用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2.3  消极与积极情绪体味的功能异同 

消极和积极情绪体味均作为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化学信号, 通过外分泌液挥发释放情绪信息, 

进而影响接收者的生理活动与情绪状态。在生理

层面, 两者都影响自主神经活动。消极情绪体味

降低心率变异性, 反映交感神经激活; 积极情绪

体味提高心率变异性, 增强副交感神经优势。在

认知与行为层面, 两者均影响注意分配与行为输

出: FBO 加速恐惧面孔的认知处理(Kamiloğlu et al., 

2018), HBO 提升创造性任务的流畅性与灵活性

(Richard Ortegón et al., 2022); AnxBO 表现出显著

的社会传染性(Dimitroff et al., 2017), HBO 则具有

高效的情绪感染能力(de Groot, Smeets, Rowson 

et al., 2015)。在神经机制方面, 情绪体味通过嗅

球直达边缘系统, 快速调节情绪与记忆; 磁共振

脑功能成像研究显示, 它们都激活社会信息处理

相关脑区, 如角回和扣带回。在进化适应性层面, 

消极情绪体味通过威胁防御机制增强生存适应性, 

而积极情绪体味通过促进社会联结与群体合作优

化决策与社会和谐。这些共同点表明, 情绪体味

作为化学通讯工具, 在情绪交流中具有跨效价的

共同作用(表 2)。 

尽管消极与积极情绪体味均通过化学信号影

响情绪交流, 但在功能重点与神经机制上存在显

著差异。消极情绪体味主要激活威胁防御机制 , 

生理上触发 SAM 反应, 例如 FBO 降低心率变异

性(Ferreira et al., 2018; Cecchetto et al., 2025), 

AnxBO 增强惊吓反射(Prehn et al., 2006), AngBO

增强皮肤电反应(Adolph et al., 2010)。在认知和行

为上 ,  它们诱发威胁注意偏向与风险行为改变 , 

如 FBO加速恐惧面孔识别(Kamiloğlu et al., 2018), 

AnxBO 增强风险偏好(Haegler et al., 2010), 并降

低信任(Meister & Pause, 2021), SBO 则可抑制攻

击性(Agron et al., 2023)。其神经机制依托边缘系

统—自主神经通路, 如杏仁核、梭状回和脑岛等

区域(Gelstein et al., 2011; Maier et al., 2019; Mutic 

et al., 2017; Prehn-Kristensen et al., 2009)。这些信

号通过威胁预警和防御增强生存适应性。相比之

下 ,  积极情绪体味更侧重社会联结与心理优化 , 

能提高心率变异性(Dal Bò et al., 2024), 诱发微笑

反应(de Groot, Smeets, Rowson et al., 2015), 提升

愉悦度(Callara et al., 2022), 促进创造性与决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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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情绪体味的功能 

情绪

体味 
来源 生理活动 认知加工 神经机制 潜在的生物学意义

恐惧

体味 

汗液 面部肌肉收缩 (眼轮匝

肌、皱眉肌); 交感神经

激活(降低心率变异性 , 

抑制迷走神经张力) 

加速恐惧面孔处理; 恐惧

感知偏向; 提高意外刺激

检测率(约 10%); 加快威

胁反应速度 

激活杏仁核−梭状回−腹内侧

前额叶通路 ; 杏仁核评估威

胁; 梭状回提取威胁特征; 腹

内侧前额叶调节注意分配 

警报信息素: 当个体

遭遇捕食者或危险

时, 向同种个体传递

危险信息, 触发防御

和提高警惕 焦虑

体味 

汗液 降低迷走神经张力; 增

强惊吓反射; 提高主观

焦虑水平 

增加风险偏好; 偏向恐惧

表情归类; 减少信任和投

资意愿 

增强早期视觉处理(N1、P1、

N170); 激活社会情绪区(梭状

回、脑岛); 抑制社会排斥相关

区(颞中回、额下回) 

愤怒

体味 

汗液 增强皮肤电反应 威胁认知偏向; 减慢愤怒

和焦虑词处理 

激活丘脑、下丘脑、脑岛、杏

仁核−扣带回网络 

悲伤

体味 

泪液 降低性唤起; 减少睾酮

水平; 减少攻击性 

改变吸引力感知; 降低攻

击行为 

抑制丘脑、梭状回、脑岛、前

额叶、杏仁核 ; 增强脑岛−杏

仁核/颞极连接 

安抚信息素：调节接

收者的情绪状态和

行为倾向来保障释

放者的安全 

快乐

体味 

汗液 诱导杜氏微笑; 降低心

率; 增强心率变异性 

提升创造力(流畅性、灵活

性); 优化决策合理性 

更大 LPP 振幅 , 持续关注积

极刺激 

聚集信息素：促进社

会联结、合作, 信号

安全环境, 增强群体

凝聚力 

 

现 (Alcañiz et al., 2023; Richard Ortegón et al., 

2022)。两者都具有跨物种调节作用, 但作用效果

各有差异：狗(D’Aniello et al., 2018)、猫(d’Ingeo 

et al., 2023)和马(Lanata et al., 2018)在嗅闻 FBO后

的心率会增加, 寻求主人或熟悉的人接近; 暴露在

AnxBO 的绵羊(Larrigaldie et al., 2024)、狗(Wilson 

et al., 2022)、奶牛和小鼠(Destrez et al., 2021)表现

出紧张、回避或警报行为; 成年犬(D’Aniello et al., 

2023)与马(Sabiniewicz et al., 2020)在接触 HBO 后

表现出探索行为增加及应激水平降低。 

消极和积极情绪体味通过化学信号在情绪交

流中发挥关键作用, 共同影响生理、认知和行为, 

体现进化适应性。消极情绪体味聚焦威胁警惕与

防御 , 积极情绪体味促进社会联结和认知增强 , 

两类情绪体味共同构建起生物进化中“防御−联

结”的双向调控体系。 

3  情绪体味的生物学意义 

尽管情绪体味通过情绪传递促进社会适应 , 

然而在现有研究的框架下, 情绪体味只是表现出

类似信息素的特性, 情绪体味是否能作为人类信

息素加以定义, 还需要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因

此, 我们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分别阐述为

何情绪体味目前尚不能被视为人类信息素, 并指

出其可能成为信息素的潜力。 

3.1  情绪体味的分子机制与受体通路 

基于分子生物学与感官生理学的信息素属性, 

当前将情绪体味归类为人类信息素面临三重关键

科学挑战。首先, 候选化合物的生物学效度尚未确

证。研究发现, 被大量研究“假定的人类信息素”雄

二烯酮(androstadienone)和雌四烯醇(estratetraenol), 

并不能诱发人类稳定可重复的行为反应 (Hare 

et al., 2017; Lu et al., 2024), 其研究结果的不稳定

可能与雄二烯酮和雌四烯醇的使用剂量有关

(Bensafi et al., 2004)。其次, 气相色谱−质谱分析

表明, FBO 与 NBO 的挥发性有机物谱系未达到统

计学显著差异(de Groot et al., 2023)。最后, 信息

素传导的核心解剖学基础存在疑问。犁鼻器是动

物信息素解码的核心部位, 然而人类犁鼻器虽在

胚胎期短暂存在, 但成年后既无功能性受体表达, 

也未发现其特异性配体(Rodriguez et al., 2000), 

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存在信息素的可能性。 

然而, 新兴证据提示情绪体味可能通过非经

典路径介导类信息素效应。关键发现包括: 1)特定

脂肪酸的效价编码特性, 如十二烷酸与焦虑程度

的浓度依赖性关联(Gioia et al., 2022), 十六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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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情绪传递中起中介作用 (de Groot et al., 

2023); 2)主嗅觉系统的代偿机制, 动物研究表明

例如甲硫基甲硫醇、雄烯酮等信息素是由主嗅觉

系统编码(Liberles., 2014), 同时检测到脊椎动物

信息素的主要受体基因 V1RL1 在人类主嗅觉系

统嗅黏膜中存在功能性表达, 综合表明人类可能

也通过主嗅觉受体实现化学信号解码(Rodriguez 

et al., 2000; Voznessenskaya et al., 2022); 3)神经编

码的特异性, 梨状皮质对体味混合物的整体表征

模式为化学信号−情绪联结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

础(Howard & Gottfried, 2014)。这些发现共同指向

一个可能性: 人类可能演化出独立于犁鼻器系统

的化学通讯机制, 其作用模式既保留信息素的核

心功能特征, 又适应复杂社交情境的需求。 

3.2  情绪体味的演化谱系 

生物信息素的演化本质上是信号产生者与接

收者在生态选择压力下形成的动态适应系统, 其

发展过程涉及自然选择、环境适应及社会结构复

杂化等多维度驱动机制(Steiger et al., 2011)。de 

Groot 等人(2017)提出三因素理论解释情绪与体味

关系的形成, 他们认为每一种情绪状态拥有独特

的化学特征, 个体通过学习将体味与情绪状态建

立联结, 情绪与体味的反复共现是形成群体共识

的基础, 情绪体味在群体中的一致作用源于后天

学习。然而情绪体味具有跨越文化和人种的作用

一致性, 后天学习虽能通过增强行为可塑性允许

个体调整对化学信号的响应和偏好, 从而间接影

响种群水平的进化动态, 但其作用依赖遗传基础

的自然选择(Simpson, 1953)。因此, 我们把 Groot

等人提出的三因素理论放到进化背景下 , 提出

“交际化学演化假说”, 根据动物信息素进化的过

程, 推测情绪体味如何从偶然的行为通过自然选

择演变成普遍又稳定的交流方式。鉴于情绪体味

的作用与直效信息素的三种基本类型(警报信息

素、性信息素和聚集信息素)极其相似(Regnier & 

Law, 1968), 该假说通过建立“化学线索−信号−信

息素”的连续演化谱系 , 系统阐释情绪与体味联

结的进化轨迹及其信号属性转变机制(图 1), 试图

证明人类情绪体味是直效信息素:  

在初级演化阶段, 体味作为情绪诱发的代谢

副产物是化学线索, 接收者从情绪体味中推断并

获得一些情绪信息。通过情境化联想学习形成条

件反射式联结后, 化学线索进化为化学信号。具

体而言, 当特定情绪状态(如恐惧)与对应体味在

生态情境中反复共现时, 接收者通过外源性因素

(情境情绪标签与体味共现模式)和内源性因素(自

主神经激活状态)的交互作用, 逐步建立情绪效价

与化学特征的关联网络, 情绪体味可以直接激活

生理活动。如: FBO 可稳定诱发心率加速、皮肤

电导增强及威胁相关肌群激活(Cecchetto et al., 

2025; de Groot et al., 2012), 且该生理反应模式在

跨情境实验中展现出高度稳定性(de Groot et al., 

2014, 2020, 2021, 2023), 同时这种变化提高了接

收者的危险环境适应能力(Semin et al., 2024)。在

高级演化阶段, 具备情绪体味产生和接收基因的

个体因情绪体味的接收提高生存适应水平或繁殖

能力; 个体通过后天学习调整情绪体味的释放、

响应和偏好, 使情绪体味交流方式具有更高的适

应性。在基因与学习的共同作用下, 自然选择将

表达情绪体味释放和接收的有利基因从个体扩散

到群体, 促进群体的生存和繁衍。情绪体味沟通

方式在进化中变成更固定和夸张的社交沟通策

略(Steiger et al., 2011), 情绪体味进化为释放信

息素。 
 

 
 

图 1  化学线索: 个体从他人情绪体味中读出情绪信息并通过感知这些线索来做出反应; 化学信号: 情绪体味稳定

地诱导接受者特定的生理反应, 提高个体环境适应性; 信息素: 同一物种间有目的释放的化学信号, 提升种

群生存与繁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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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本假说, 目前情绪体味只能被定义为化

学信号, 还未发现满足高级演化阶段的证据。要

证明情绪体味是信息素还需满足两个核心条件：

其一, 产生者与接收者需建立基于信号效价的动

态协同适应机制; 其二, 信号系统需通过迭代的

社会交互形成进化稳定策略。因为只有情绪体味

的产生者与接收者都从情绪体味交流中获益, 两

者才能协同进化, 使该化学交流方式更高效。但

是目前的研究只是单向的, 只研究了情绪体味对

接收者的影响, 却忽略了情绪体味的接收对产生

者的反馈。同时一个个体不能“完成进化”, 只有有

利基因从个体扩散到群体时, 化学信号才能对群

体的生存与繁衍产生影响, 在群体层面达到统一

和稳定。因此, 当情绪体味交流方式被证明从个

体上升到群体, 并被自然选择得以固化时, 情绪

体味才可被界定为直效信息素。 

4  总结与展望 

情绪体味通过嗅觉通道对人类情绪交流产生

潜在影响 , 这类化学信号不仅能传递情绪状态 , 

还能引发接收者生理、心理和行为层面的连锁反

应, 这是以往被忽略的情绪交流方式。本综述系

统梳理不同情绪状态诱发的特异性体味在情绪交

流中的作用机制, 发现情绪体味在实现情绪信息

编码的同时, 通过神经−行为耦合机制, 赋予化学

信号社会适应功能, 对接收者的情绪识别效率、

共情能力及适应性行为产生促进作用。随后对情

绪体味的作用模式对人类有什么意义进行讨论 , 

从生物化学层面认为情绪体味因缺乏特异性受体

及可鉴别的化学特征 , 不符合信息素的定义标

准。从进化层面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交际化学演化

假说”, 证明情绪体味作用模式更符合广义化学

信号的定义。然而, 以往研究都使用单向暴露的

方法, 将情绪体味的采集与暴露分离, 关于情绪

体味在复杂社交活动中的功能仍知之甚少。因此, 

我们在分析现有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 探讨未来

的研究方向与展望。 

4.1  情绪体味功能的边界条件 

积极与消极情绪体味构成生物进化中协同演

化形成的“防御−联结”双向调控体系 , 分别在危

机快速响应与社会协作强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然

而, 消极情绪体味引发的持续性高警觉状态可能

产生神经适应性损伤, 这一病理过程与焦虑障碍

的形成机制存在关联(LeDoux & Pine, 2016)。当前

研究尚未系统探讨长期暴露于消极情绪体味是否

会导致类似的神经行为改变(Semin et al., 2024)。

同时积极情绪体味对情绪和认知的改善效果仅来

自单次干预(Cecchetto et al., 2025), 多次的干预

之后是否具有长期的效果还不得而知。其次嗅觉

化学信号的作用效果在多感官信息整合时, 是否

会因为其绕开丘脑直接激活边缘系统, 从而在多

感官信息整合中占更多权重尚不明确。因此, 未

来研究可以让接收者长期暴露于消极情绪体味下, 

评估其对焦虑水平、压力激素(如皮质醇)和神经活

动的影响, 配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电图等技

术观察大脑功能变化, 特别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皮

层的活动; 设计纵向研究, 让参与者每周暴露于

积极情绪体味, 持续数周, 评估情绪状态、压力水

平和认知功能的变化来揭示积极情绪体味是否具

有累积或持久的益处; 采用双任务或注意分配实

验, 在执行情绪识别任务的同时操控对嗅觉或其

他感官信息的注意优先级, 以评估不同通道信息

的相对权重和资源竞争; 厘清上述机制将推动构

建情绪体味的定量化调控模型, 为开发基于嗅觉

通路的精准化社会行为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石。 

4.2  将情绪体味推向信息素 

现有研究虽未能证实情绪体味符合经典信息

素的定义——后者通常具有遗传性与群体互惠性

(Stökl & Steiger, 2017)。研究发现东亚人和高加索

人(分别携带 ABCC11-AA 和 ABCC11-GA/GG 等

位基因, 该基因控制汗腺分泌)产生的情绪体味对

东亚人和高加索人接收者的影响不存在差异(de 

Groot et al., 2018, 2023)。同时恐惧体味可以重复

再暴露产生相同效果(Gomes et al., 2020), 说明情

绪体味具备初步普遍性和稳定性。但目前情绪体

味的相关研究高度依赖于实验室环境, 情绪体味

直接输送到鼻腔或在鼻孔 2cm 位置处暴露, 这与

真实社交情境差异巨大, 因此, 为明确情绪体味

是否在社会交互中形成进化稳定策略, 未来可以

研究: 1)情绪体味功能遗传性验证: 比较同卵和异

卵双生子对情绪体味的反应差异, 探究个体对情

绪性体味的反应是否独立于社会化经验, 结合代

际追踪研究揭示体味与情绪联结的遗传或表观遗

传传递路径; 2)适应意义解析: 寻找情绪体味的释

放对产生者及人类群体层面的社交收益。通过多

人互动情境实验, 探究情绪体味的接收者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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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身处危险的同伴, 观察情绪体味产生者与接

收者在互动中的合作程度、帮助行为、亲近度、

非语言交流等, 评估情绪体味在真实社交情境中

的作用。理解情绪体味在人类社交网络演化中的

选择压力 , 以及其在维系群体协作中的潜在功

能。这些探索将最终确立情绪体味在人类社会化

进程中的生物学定位。 

4.3  在真实社交场景中应用情绪体味 

情绪体味产生于社交情境之中, 因此, 研究

应从实验室环境回归到真实的社交互动场景。现

有研究已证实情绪体味对个体的生理、心理及行

为反应具有显著影响。然而, 这些结论多基于实

验室条件下单向暴露范式得出, 可能无法真实反

映情绪体味在复杂社交互动中的作用机制(Smith 

& Semin, 2007)。为解决这一局限, 未来研究可结

合社会互动实验模型(Quintana et al., 2019)与沉浸

式虚拟现实技术(Meister & Pause, 2021; Ortegón 

et al., 2023), 在模拟的真实社交场景中实现情绪

体味的同步产生与接收。并利用高精度嗅觉刺激

设备(如吸气同步嗅觉仪, Wu et al., 2024)及高时

间分辨率电生理技术(如化学感觉事件相关电位), 

深入解析情绪体味调控社会行为的神经机制。同

时, 上述研究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情

感计算领域, 通过整合情绪体味的化学信号特征

(Miranda et al., 2021), 可开发适用于复杂社交场

景的情绪识别辅助系统。赋予人工智能化学感官

辅助的情绪识别能力后, 此类系统有望帮助孤独

症患者提升情绪识别能力。在心理咨询领域, 积

极情绪体味可用于增强社交焦虑患者的社交联结

(Cecchetto et al., 2025), 使患者放松, 平衡创伤幸

存者的防御反应, 从而降低病理风险。消极情绪

体味可应用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暴露疗法, 扩大

患者的预期误差, 以提高患者的康复效果。这些

应用不仅深化我们对社会行为的理解, 还为心理

健康干预提供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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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body odor: Mechanisms i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ZHOU Xingpan, LIU Peihan, WU Qi, LEI Yi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body odors (EBOs) ar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that arise when exocrine glands 

activated by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ecrete body fluids, which skin microbes then metabolize into 

volatile molecules. These molecules encode emotional information as chemical signals. When perceived, 

EBOs commonly elicit similar affective states in receivers, supporting olfactory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however, their mechanisms and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remain unclear.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negative 

EBOs (for example, fear, anger, anxiety) recruit threat-defense systems in receivers, altering autonomic 

arousal, attentional bias, and defensive behavior. By contrast, positive EBOs promote emotional contagion 

and social bonding and can enhance physiological regulation and some cognitive functions. Together, these 

effects point to a bidirectional defense–bonding regulatory system that may increase social survival fitness. 

To clarify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these regulatory func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mmunicative 

chemical evolution hypothesis.” The hypothesis describes a functional continuum from chemical cues 

(metabolic by-products), to chemical signals (socially exploited cues), and ultimately to pheromones 

(evolutionarily stabilized signals), and it highlights relevant temporal dynamics and selective mechanisms. 

Future work should combine multi-person social-interaction paradigms, twin designs, virtual reality, and 

high-resolution chemical analyses to test this framework. Such research may reveal olfactory intervention 

targets for disorders characterized by impaired emotion recognition or expression. 

Keywords: emotional body odor,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olfaction, pheromones, chemical communication 

 


